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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研究与行政管理的关系是关乎大学内部与外部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西南联大以

常委会主席为领导、以教授为核心，设立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既听从行政指令管理学校事务，

又反对不符合规律的教学制度，追求高校学术自主权，寻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平衡的支点。

而外部环境中失控的国家管理与行政大力支持之间的对冲、三位校长正确的角色定位与有机耦

合、以及行政管理的局限性与学术机构的补充，是支撑西南联大有机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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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动

态关系一直是教育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学术权力通常与教

学和科研活动紧密相关，强调知识生产和学术自由的核心价

值；而行政权力则与大学内部的官僚结构和管理流程密切相

关，侧重于效率、合规和资源分配。这两种权力在实践中往

往存在冲突和平衡的问题，它们的运作方式、相互作用对大

学治理结构和教育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

西南联大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标杆，较好处理了这两对

权力关系。江渝认为，相契的办学理念、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团结的风气、和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保证西南联大成

功的原因，但江渝没有考虑外部因素——政府。与此相比，

廖敏和傅游在理念、制度和文化人格三个层面分析了西南联

大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缺乏对西南联大如何发挥自身主

观能动性的介绍。因此，探析西南联大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

通过内部权力的调整和外部环境的适应，应对学术权力与行

政权力之间的冲突，实现教育理念和学术追求，就是题中应

有之义了。

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概念、结构与关系

（一）行政权力的概念与结构

行政权力常被特指为国家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原则，凭

借特定强制手段执行国家意志、管理全社会的一种能力。行

政权力也可指社会组织中的行政机构和人员为实现组织目

标，依照一定规章对组织自身进行管理的能力。社会组织是

“执行某种社会职能，能完成特定的工作目标，构成一个相

对独立的机关、企业、团体”，高等学校便是具有这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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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权力结构的社会组织。西南联大由三校组合而成，因成分

复杂，西南联大采取了常委会制度，三所院校的校长轮流担

任常委会主席，其职能包括审查学校的财务计划和结果，确

定系科的设置与调整，发布学校规章制度，改进学校运营和

商讨行政会议，以及决定校园建设和重要设备采购等事宜。

行政权力结构呈现出等级分明的科层制结构，稳定有序

的上下层等级关系是其鲜明特点，各行政人员分工明确，规

则清晰，行政权力来自行政人员所处科层制度中的位置，权

力运行过程从上而下，呈伞状放射。

（二）学术权力的概念与结构

与纯粹国家行政机关不同的是，高等学校中还存在另一

种权力，即学术权力。根据伯顿·克拉克对学术权力的划分，

高等教育系统中应当存在六个层次的权力，从底部向上看，

分别是：系或讲座——学部——整所大学或学院——多校园

的学术管理组织——州、省或市政府——一国政府及其有关

部局与立法机构。学术权力就是以权力的掌握者或行使者为

主体，以行政命令或民主协商的形式，对学术权力客体，行

使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故而，在高等学

校中，学术权力也不容忽视。1938年，第 92次常务委员会

决议提出教授和副教授共同组成的教授会是西南联大学术

权力的核心机构。该机构负责审查和讨论教学和科研计划、

学生辅导工作、学生毕业成绩以及学位的授予、常务委员会

或校务会议的相关事项，以及常务委员会或校务会议提交的

其他议题。教授会既是一个咨议组织，也具有决策功能。比

如教授会通过了征战地服务生的决议，令校内四年级生担任

战地服务，随车通译，成绩作下学期学业成绩。

在高校中，学术权力结构通常为矩阵结构，学术权威常

与学者自身的学术修养、个人素质、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等

内在品质相关，学术权力的实现程度与客体行为在多大程度

上符合学术权力主体的意志相关。由于学术人员主要集中在

学术权力的最底层——系或讲座中，因此这种结构呈现出底

部沉重的特点。

（三）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模式

由此可知，高等学校内部既存在学校、学院、学系等纵

向维度的权力网络，又存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交织的横向

权力关系，适应复杂的权力体系就是高等学校必须面临的问

题。

从中世纪大学诞生至今，高等学校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

力的关系发展出现了三种情况。第一，行政权力为中心。这

类模式重视效率与目标，是追求组织目标的最佳模式，但忽

视学术权力，容易造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紧张。第二，

学术权力为中心。这类模式强调学术自理，决策过程民主，

但可能造成决策质量和效率低下。第三，行政权力与学术权

力的整合模式。这一模式并不固定，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各自分管事务；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

力共同决策；三，高校中所有不同利益群体协商协调，求同

存异，达成共识。西南联大吸收继承三校传统，设立教授会，

明确了学术权力在大学管理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设立明晰

的行政制度，为确保高校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由此

可以看出，西南联大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处于一种

协商模式。

二、西南联大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

基于学术与行政各自的职能特点和制度要求，学术权力

和行政权力有着本质区别。故而，冲突不可避免。

首先，在理念层面，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所承担的意志

与使命有所不同。通常，纯粹国家行政机关希望培养行政人

员或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而大学除了承担社会责任之

外，还承担培育人的责任，尤其联大负责人梅贻琦认为大学

最大的目的应当是培养学识广博、多种能力共同发展的“通

才”。教育目的的认知差异，造成了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两

种权力时有冲突的局面。

其次，“按章办事”是行政权力通行的原则，这能够保

证公正和效率。教育部规定，高等院校的招生、课程、考试、

教员的任聘与薪金待遇等都要遵循政府统一规定，大学校长

需由政府任命。但西南联大坚持符合自身发展的理念，比如

针对教育部统一课程的要求，西南联大严正回绝：“盖本校

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

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

更张。”面对不合理的考试制度，西南联大的学生组织了反

总考制委员会，动员全国高校学生抵制毕业总考。

最后，行政人员与学术群体对人事权和事务决策权的争

夺也从未停止。1929年《教育部组织法》规定了教育部行政

管理人员的职位等级（见图 1），而后，教育部曾多次对人

员安排做出调整。1931年，新增科长 14-18人，为荐任；科

员 80-110人。1935年，改科长为 14-16人，科员 80-106人。

1940年，教育部又增设专员若干，其中专员 2人、编审 2人

为简任。1941年，设专员 10人，科长 12-15人，科员 80-100

人。至 1944年，科长人数增至 22-30人，科员增至 128-188

人，另增加办事员 25-35人。由此可见，教育行政职员数量

在不断上升。1943年，督学人员扩至 20-40人，4人简任，6

人聘任，其余为荐任，这表明政府在加强对各级教育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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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学组织法》提出：院务会议由学院院长、各

学系主任和事务长组成，学院院长为主席。到了 1939年，

《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做出修改：院务会议由教授或副

教授推选出的代表（每 10人中至少有 1 位）、校长、教务

长、训务长、总务长、院长、各学系主任、会计主任组成。

对比二者，可以发现行政职务人员在参会人员中的占比增大

了。在 1938年至 1945年间，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职工人数有

所增长，但增长主要集中在行政人员方面，而教师队伍，尤

其是教授和副教授这一级别的学术人员数量却呈现下降趋

势。具体来看，行政人员从 138人增加至 173人，增幅为 25%；

教员总数从 296人上升到 378人，增长率为 27.6%。然而值

得关注的是，教授和副教授的总数却由 211人减至 166人，

下降了 21.3%。这一变化可能反映了该时期行政权力在某种

程度上的加强及学术权力的相对减弱。

表 1. 1938-1945年西南联大教职员人数变化

时间/年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职员/人 138 157 165 168 203 203 178/168 173

教员/人
共计 296 339 346 423 390 401 371/373 378

教授/副教授 211 223 暂缺 暂缺 暂缺 171 162/163 166

数据来源：根据王文俊主编、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4 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整理。

应对上述状况，西南联大在 1939年颁布的《校务会议

组织大纲》中明确了院务会议的组成。该会议成员由常务委

员、常务委员会及秘书长、训务长、教务长、总务长、院长，

和每 11位教授或副教授所选 1 人的代表组成。由此可见，

在会议的实际出席人员中，教授代表占据了多数席位，这表

明教授群体在学术决策过程中具有比较显著的优势和影响

力。

表 2. 1938-1945年西南联大校务会议教授、副教授代表与候补代表名单

时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正式

代表

朱自清、陈总、叶企孙、

陈福田、钱端升、张奚若、

刘崇鋐、叶公超、杨石先、

庄前鼎、查良钊（11人）

周炳琳、潘光旦、陈雪屏、

叶企孙、杨石先、郑天挺、

陈总、王裕光、叶公超、陈

福田、罗常培、张景钺（12

人）

周炳琳、叶企孙、陈福田、

陈雪屏、罗常培、王裕光、

陈总、潘光旦、钱端升、张

景钺、张奚若、郑华炽（12

人）

张奚若、燕树棠、周炳琳、

陈福田、陈总、陈雪屏、李

继侗、潘光旦、王信忠、罗

常培、杨振声、李辑祥（12

人）

候补

代表

潘光旦、汤用彤、罗常培、

曾昭抡、李辑祥、邱椿（6

人）

张奚若、刘崇鋐、李继侗、

郑华炽、钱端升、姜立夫、

丁佶、燕树棠、李辑祥、罗

廷光、张泽熙、陶葆楷（12

人）

叶公超、萧蘧、雷海宗、杨

武之、杨石先、庄前鼎、汤

用彤、燕树棠、戴修瓒、赵

迺抟、姚从吾、崔书琴（12

人）

张景钺、萧蘧（2人）

数据来源：根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

版社 1986年版整理。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93

表 3. 1938-1945年西南联大校务会议教授、副教授代表与候补代表名单

时

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正

式

代

表

周炳琳、张奚若、陈雪屏、

潘光旦、罗常培、陈总、陈

福田、钱端升、燕树棠、萧

蘧、张景钺、李辑祥（12人）

罗常培、陈总、张奚若、

叶企孙、潘光旦、萧蘧、

周炳琳、杨振声、刘仙洲、

钱端升、燕树棠（11人）

张奚若、燕树棠、叶企孙、

钱端升、潘光旦、闻一多、

陈雪屏、刘崇鋐、刘仙洲、

陈总、朱自清（11人）

钱端升、张奚若、陈总、陈

雪屏、郑华炽、闻一多、冯

文潜、燕树棠、汤用彤、吴

大猷、朱自清、李辑祥（12

人）

候

补

代

表

李继侗、杨振声、王信忠、

郑华炽、刘仙洲、陈省身、

冯文潜（7人）

李继侗、雷海宗、郑华炽、

王裕光、朱自清（5人）

冯文潜、李辑祥、杨武之、

张景钺（4人）

数据来源：根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

版社 1986年版整理。

三、西南联大何以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一）外部对冲：失控的国家政局与大力的行政支持

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延伸，也是社会基本关系的一种

具体反映，高等学校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和国家管理事项无

法规避行政权力独自存在。尽管近代中国办学艰难，但西南

联大依旧得到了教育行政的大力支持。原本西南联大的经费

来自三校分摊，北大完全由教育部拨款，南开为私立，接受

部分政府津贴，清华开始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支付，

庚款停付后也基本告停。从这时起，西南联大的经费基本依

靠国民政府拨给。另一方面，即使联大处于抗战时期，但由

于当时快速制定了抗战时期教育纲领，完善各级学校行政机

构，尤其重视督学机构，保障了西南联大在困境中生存的底

线。

（二）调解者：三校校长的角色定位与有机耦合

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大学校长是教育家，又是官员，

但主要是个调解者。因此，西南联大的三位校长在中所起的

调解作用不可忽视。他们都是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先

进思想的、具有高社会名望和深厚管理经验的优秀教育工作

者。清华、北大、南开，各校的治校理念与学术传统都各有

千秋，如果三者皆不避锋芒，各执一词，联大的治理只会逐

渐分崩离析。而据郑天挺回忆，张伯苓曾对蒋梦麟说“我的

表你戴着”，意指“你做我的代表”，而蒋梦麟也常说“在

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因此，西南联大的实际掌权人

是梅贻琦，这是政府和学校都满意的结果。首先，梅贻琦没

有明确的、公开支持的党派言论。梅贻琦看到了教育界对社

会进步的作用，但他也意识到过激的政治风向会破坏教育秩

序，因此他对政党活动十分谨慎。其次，梅贻琦在教授中具

有一定声誉。他曾以较高票数通过了清华校长的公选，在教

授中声誉良好。再次，梅贻琦与蒋梦麟、张伯苓之间的关系

深厚，三校之间的情谊也匪浅，这为三校合作共事奠定了人

情基础。有机协调三校关系，让学校得以同心协力，共同发

挥最佳发展动力。

（三）权力机制：行政权力的局限与学术权力的补充

高等学校的行政权力有一定局限性，行政权力的层次结

构会导致行政权力的“衰减”与“散射”、以及信息的失真

与失实。因此，行政权力一家独大，会影响学术权力的生成

及其基本职能的发挥，教授会作为学术权力机构就发挥了不

可忽视的作用。教授会制度并不是新创的产物，蒋梦麟任北

大校长后时就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

长治校”的管理方针，梅贻琦任清华校长后“教授治校”便

成为了“一项不可侵犯的原则”。北大的自由精神、清华的

朴实严谨、南开的创新活泼，在互动互补中实现了主体精神

融合，三校深厚的自治与民主传统，为西南联大的治理提供

了价值认同的根基。梅贻琦认为，校长只是率领职工给教授

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还是教授。因此，凡遇大事要

事，梅贻琦必与教授们商讨后再做决定执行，最大程度激发

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而西南联大有众多学识高超、能力出

众的教授群体，比如朱自清、胡适、闻一多、陈寅恪、潘光

旦、钱钟书、华罗庚等等，对西南联大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

视的深远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大学内部的权力机制是保障大学运行的润滑油，各种权

力在博弈中经历了兴衰起伏。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成功有“时

势造英雄”的偶然，但更多的是“事在人为”的必然。通过

对历史的梳理和探究，我们能够获得当今大学处理学术与行

政关系的启示：行政权力应当是激发学术权力的活力和独立

个性的催化剂，二者不应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应是势

均力敌的抗衡关系。因此，“提升学术活力、规范行政体系”，

实际上是不断地调整和修正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使其达到

平衡和谐的状态。这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动态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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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动态平衡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反思和审视，以确

保学术与行政的和谐共生成为推动大学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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